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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反思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治理

张文宏

摘 要 社会资本是嵌入各个层面的行动者所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总和，其通过正式

或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观建构社会信任，推动社会参与，以达成行动者的集体目标。宏观层

面的社会资本是指政府调动的社会资源，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指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通

过发挥专业职能所展现的社会信任，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网络和

人际信任，三个层面的社会资本共同协调，达成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集体目标。从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时期转向常态时期，需要在宏观层面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促进认知

型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积累，在中观层面通过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升社

会资本的质量，在微观层面优化社会资本的路径是扩大个体行动者的社会网络规模，提高其

社会网络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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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其中包括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疫情、2009年的

甲型流行肝炎疫情、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和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

情。这些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和全球流行，对各国人民的健康、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全球经济秩序乃至政治格局和治理结构造成了巨大冲击。

如何发挥社会资本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独特功效，最大限度地减缓或防止公共卫生事件

演化为重大危机事件，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负面影响，日渐成为各学科的学者共同关注的议题。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争议

自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以来，一方面，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公共

管理学等学科运用该概念得出的理论和经验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围绕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和操作

化以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1］（P1-20）［2］（P3-6）。但社会资本

应用于灾难应急、灾害重建、灾难发生前的预防和规划，则是近年来跨学科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3］

（P274）。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争论与研究者选择或偏爱的分析层面有关。一种标准是按照社

会资本的分析层面是个体还是群体来划分，这也是最简单明了的从意义上来区分；另一种标准是将分析

的层面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4］（P29）。

一些学者从宏观的视角来界定和研究社会资本，比如普特南认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

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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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5］（P35-36）；福山直接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区或社

会信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福祉及其竞争能力取决于独特的普遍化的文化特征，诚信的水平内化于社会

之中，而信任被界定为产生于一个社区内的常规的、诚实的合作行为，以社区共享的规范和社区中其他

成员的作用为基础。这些社区并不需要对关系做出广泛的合同式和法律规章式的规定［6］（P41-42）。根

据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协会的界定，广义的社会资本是指政府和市民社会为了一个组织的相互利益而采

取的集体行动，该组织小到一个家庭，大至一个国家。在此意义上，可以将政府社会资本和民间社会资

本做出区分。政府社会资本指影响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合作的能力的各种政府制度，包括契约实

施效率、法律规则等。民间社会资本包括共同的价值观、规范、非正式网络、社会团成员等影响个人为实

现共同目标进行合作的制度因素［1］（P58）。祖金和迪马吉奥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引入政治嵌入和文化

嵌入的概念，因为看到了经济行为总是在大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而且经济学的假设、规则和理性是受

文化限制和被文化塑造的［7］（P17）。做宏观层面分析的社会资本理论家认识到，社会资本的网络嵌入政

治、经济和文化重叠的系统中，这些宏观社会制度有可能决定社会网络有效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弄清楚

可以和谁建立关系因而构建社会网络，为交易立法和进行法律法规的调整，针对制度的行为建立和实施

交易，描述和调整社会网络的社会环境，建立和推动社会网络交易，建立和调整不同社会网络之间的竞

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试图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一个社会、民族—国家、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理论模型都可以归到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范畴中［4］（P30）。

从中观层面界定社会资本的学者包括布迪厄、科尔曼、伯特等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

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

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

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8］（P248）。根据社会资本的功能，科尔曼把社会资本界定

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认为“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

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9］（P302）。

伯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

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他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10］（P9）。

林南、波茨等学者从个体的视角界定社会资本。林南认为，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

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获取或动员的资源。他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分解为三部分：嵌入于一种社

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获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的这些社会资

源［11］（P35）。 波茨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

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

是嵌入的结果”［12］（P12-13）。

还可按照社会资本的内容，将其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通过形成由各种规则、

程序和先例来补充的不同角色和社会网络，结构型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互惠性集体行动。认知型社会资

本包括共同遵守的标准、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它使人们更倾向于采取互惠的共同行动［1］（P122）。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定义为嵌入于各个层面的行动者所能够调动的社会

资源总和，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观建构社会信任，推动社会参与，以达成行动者的集体目标。

二、社会资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的功能

本文将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社会资本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过程中的具体应用，探

讨社会资本的独特作用机制。

（一）宏观层面

据人民网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统计，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2020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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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召开了15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多次研究疫情防控并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出席5次专题重要会

议并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表重要讲话，6次赴北京、武汉、浙江、陕西考察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频繁召开最高级别的会议，特别是农历大年初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

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显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此

外，这段时间内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28次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11次国务院常

务会议，主题均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13］；孙春兰副总理2020年2月27日至4月17日率中央赴湖北指导

组坐镇武汉，指挥湖北及全国的疫情防控工作。2020年1月25日开始，全国除西藏自治区、香港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外，共有30个省市自治区启动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从2020年1月19日到5月31日，全国各地陆续调派346支医疗队、4.26余

万名医护人员（包括2600名军队医护人员）支援湖北抗疫，19个省区市派出医疗队对口支援武汉市和湖

北省各地市的疫情防控；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218亿元，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卫生健康支出

达 2716亿元。同时，10天内建成有 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18天内建成有 16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

院，数天内改造完成多家方舱医院，如此建设速度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经过全国人民一

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2020年2月中旬，全国尤其是湖北、武汉的新增确诊病例呈稳定下降趋势，新增治

愈病例比例明显上升。到2020年5月初，全国28个省份已经连续14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全国所有

省份应急响应级别均调整为二级或以下，标志着全国抗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4］。

在省市自治区层面，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一体化合作抗疫为地区层面的结构型社

会资本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以上海为龙头和核心的“长三角”三省一市，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合作建立了五项工作机制。“长三角”地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体化合作机

制不仅能有效抓好疫情防控，也能助力“长三角”地区尽快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发

挥“3+1>4”的联动效应。在五项明确的工作机制中，既有健康码互认的管控一体化举措，也有产业链协

同互助的复工一体化措施。除了强化供需匹配，原材料、零部件生产供应，落实通关、物流等协同保障之

外，在企业招工、员工返岗等方面也建立了协调对接平台。很明显，在特殊时期，“长三角”一体化的协调

机制就体现为将疫情防控从各省市的各自为战转变为更大范围内的协同防控，将各省市复工复产时的

各自出招转变为四省市协同的互补共赢。疫情防控信息的互认不仅为保障供应和恢复生产提供了便

利，也避免了人员流动过程中的重复查验和隔离；复工复产方面的协同合作能有效帮助企业解决用工、

物流、销售上的困难，稳住“长三角”经济的基本盘。另外，全国各省区市对口支援湖北、武汉和其他地市

的疫情防控工作，巩固和扩大了各省市自治区与湖北省及所辖城市的合作、交流与互助关系，使原来地

区间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保值增值，为未来跨区域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疫情期间湖北省著

名的旅游景点纷纷向援鄂医护人员乃至全国的医护工作者发出终身免费旅游的邀请，就是地区间互助

所形成的宏观社会资本发生功效的最好佐证。

在国际范围内，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到2020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50余位国家领导人和国

际组织领导人通电话，多次会见世界卫生组织（下文简称“世卫组织”）领导人和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与

其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探讨疫情防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截至2020年5月31日，中国政府已

经向127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医用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物资援助，还向世卫组织捐助5000万

美元，累计向27国派出29批医疗专家组；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

组织捐赠了医疗物资；已有5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4个国际组织与中国企业签署了医疗物资商业采购合

同。此外，多个国外采购商与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合作。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从2020年3月1

日到4月4日，中国出口主要防疫物资102亿元，其中包括口罩38.6亿只、防护服3752万件、红外测温仪

241万件、呼吸机1.6万台、新冠病毒检测试剂284万盒、护目镜841万副［15］。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各级地方党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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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严防严控、精准施策，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集中展现了宏观层面的政府社会资本的效力，提升了政府

的国家治理能力，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展现出党中央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强大制度优势、卓越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所

取得的成功经验再一次坚定了我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

文化自信，增强了国民对于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社会认同。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疫情防控举措也赢得了

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众多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国际事

务中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进一步积累了政府的社会资本。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俊秀课题组对

全国11000余名居民的网上调查，从2020年1月24日到2月10日，社会各界的全力投入使得民众对疫情

防控的信心大增，其中，民众对政府部门抗疫工作的信心从70.5%增加到84.1%，勾选“非常有信心”的比

例从16.9%增加到24.9%［16］。

（二）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指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通过发挥专业职能所展现的社会信任。

其一，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积累和提升社会资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许多知名企业、企业

家和慈善家捐款捐物，为疫情防控提供抗疫物资和资金支持。例如，阿里巴巴集团捐款10亿元，马云个

人捐款1亿元；腾讯集团捐赠15亿元；万达集团承诺免除商户租金30亿元，捐款1000万元；李嘉诚、曹德

旺分别捐款1亿元；原来生产口罩、防护服、消毒液、呼吸机等医疗用品的企业改建扩建生产线扩大产能，

临时召回休春节长假的职工加班加量生产；此外，一些原来主要生产药品、汽车、纺织品、生活用品的企

业跨界生产医护用品。比如，哈药集团、富士康、中国石化、上汽通用五菱、比亚迪、广汽集团、三枪内衣、

水星家纺等3000余家知名企业纷纷加急申请资质，转产口罩、防护服等疫情防护用品。

无论是捐款捐物还是生产、转产疫情防护用品，或是承诺在疫情期间不裁员、少裁员，在本质上都是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

兼顾与企业行为有密切关系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利益。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提升了自身

的社会声望和美誉度，最终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共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

其二，社会组织在提供专业服务时积累和提升社会资本。各类社会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活动中，主要发挥了筹集钱款采购急需物资配合一线抗疫需要、组织志愿者支援疫情严重地区的

抗疫活动、参与社区流行病调查、开展防疫咨询服务等功能。

截至2020年4月28日17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接受用于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社会捐赠款物228373.94万元。其中，接受资金168064.86万元，物资价值60309.08万元［17］。据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调查，121家民间社会组织（包括机构、社团组织和基金会）募集抗疫资金和物资总额达

7257万元，捐出自有资金和物资总价值达1718万元，还通过线上线下的渠道对受灾群众开展心理干预，

组织应急车队为社区派送物资，参与消杀、卡点、执勤、排摸等社区一线的防疫工作［18］。

其三，社区动员社会力量，提供精细化、精准化服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

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

础；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疫情防控期间广泛动员社区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精准化、精细化的服

务。比如，上海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及时颁布的《上海市居民区（村）疫情防控管理操作导则》中明

确规定，要严格住宅小区入口管理，对所有住宅小区的出入口设置检查点，全天候值守；人员逢进必测

温、必记录；对体温异常人员及时报告和移送；严格来沪返沪人员登记和重点人群管理。对重点地区来

沪、返沪人员中无发热等症状的，严格实行为期14天的居家隔离健康观察；居委会/村委会要协助社区医

务人员落实居家隔离健康观察人员医学监测；严格社区公共场所和设备管理，等等。部分社区在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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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早期阶段推出的一些宣传口号，如“谁约吃饭，谁是坏蛋，谁约聚会，谁会有罪”“今天到处串门，明天

肺炎上门”“口罩你不戴，病毒把你爱”“只要还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挤。只要还有一根葱，不往菜场

里面冲。只要还有一块肉，超市里面不露头”等，在建立社区安全共同体、提高居民安全防范意识方面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社区治理实践来看，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成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治理格局的重要抓手，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对社区疫情防控事务的积极参与则是实现共治和共享的

关键。社区居民的参与及居民与其他社区行动者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能促使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和社

区公共利益最大化，更好地满足居民的社区生活需求，维护居民的切身利益，保障社区基本生活和谐稳

定有序，节约政府的社会治理成本［19］。

此外，疫情防控期间表现最突出的群体——医护工作者、解放军官兵、公安干警、基层公务员、社区

工作者——用自己的奉献提升了所在群体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赢得了高度的社会认同，为所在群体

增加了集体社会资本，也为常态时期正确解决医患纠纷和干群冲突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微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上，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是社会治理中数量最多的行动者。以往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

和经验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体层面社会网络的建立和调动所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20］（P19-20）。比如，费

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

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

就发生联系［21］（P24）。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他把这种人际关系格

局称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关系网络的规模取决于自己

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分，而且随着时间地点而变化。这也意味

着在资源有限的社会结构中，那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社会网络成员可以优先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发现，任何一个人与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数平均为5.2

个，这个现象被称为六度分隔理论或小世界模型［22］（P123-124）。将该理论用于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的案例，可以推断，任何人最多通过六个人就能找到一个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陌生人。

有学者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信息传播研究后发现，信息（特别是不能从公开渠道获得的机密信息

或内部信息）首先是在关系密切的社会网络成员之间传播的［23］（P72-73）。关于商业机密信息传播渠道

的研究亦发现：个人倾向于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人分享信息。通过亲属关系传播的信息往往比通过非

亲属关系或其他沟通渠道更快地到达被访者［23］（P72-73）。

分析传染病传播的社会网络模型发现，如果没有外界因素的控制或干扰，传染病首先是在有密切接

触的小世界中以指数速度传播的［22］（P126-129）。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通过对全国近

千例聚集性新冠肺炎病例的分析发现，2019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主要是聚集性病例。所谓聚集性病例，是

指在一个相对小的单位里出现两个以上的病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聚集性病例的形成通常是首例病

人有在湖北的居住旅游史，由于家人生活接触或者照顾病人、多人聚餐等，引发二代传播。而三代四代

传播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第一代病例的临床特征不明显，人们的防范意识不强。据统计，确诊病例中83%

是以家庭为单位传播的，其他的聚集场所还包括医疗机构、学校、商场、工厂等。在聚集性病例中，第一

代病例大约占22%，第二代病例大约占64%，也有个别的会出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24］。在多地发现的聚

集性病例也从反面验证了微观层面的个人社会资本在危机时期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因此也说明了湖北

省、武汉市及其他地区政府在疫情暴发的早期所颁布的封城、要求居民居家隔离、禁止聚餐娱乐、部分行

业暂时停工、学校推迟开学等一系列规定是有微观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科学依据的。

··152



张文宏：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反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治理

三、社会资本投资的多层面培育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三个层面社会资本的机制及其功能发挥情况，我们提出如下政策思考。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对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

法》《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来促进认知型社会资本的

培育和积累。在疫情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各省市自治区频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及时发布有关

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邀请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和专家回应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

民众对于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信任，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的认同度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凝聚了团结、合作、宽容、参与和多元治理的理念，这是政府社会资本投资

的明显积极回报。

在社会运行的常态化时期，对于政府社会资本的进一步投资还应该注重社会信任的制度建设。部

分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意味着社会运行成本的增加，而且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

的失灵。政府社会资本的投资应该以推动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为基础，消除公共权力执行者的滥用，进

一步提高公共权力的透明度和诚信度［25］（P222）；切实做到信息公开和舆论有效监督，鼓励公共参与和社

会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在阳光下运作，通过信任民众而获得民众的信任；打击背信、失信的组织

行为和个人行为，让不诚信的企业、组织和个人付出高昂的代价，鼓励守信行为，建立社会信任的奖惩机

制，加快社会诚信立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确立政府公信力在社会运行中的中立、客观、公正地位，形

成社会信任良性运行机制，提高组织和个人信誉的回报率，使社会信任回归良性运行。

第二，在中观层面上，通过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升社会资本的质量。以《公司

法》《合同法》《商标法》《劳动法》《劳动保护法》等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为依据，进一步督促企业履

行必要的社会责任。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所履行的社会责任包括权益、环境、诚信与和谐等方面。权

益责任要求企业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之一。权益责任主要是要求企业保证

和员工之间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员工的文化生活与个人发展，其中包括保障员工收入增长、保持

健康、接受教育与培训、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工作与休息平衡等方面的权利。环境责任是指企业消除生

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环境正义和责任公平

原则。企业应当自觉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致力于建设环境友好型和

资源节约型社会。诚信责任要求企业积极参与诚信制度建设，不断改善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员

工氛围，提升对消费者、商业伙伴、股东和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意识，提高企业诚信水平。企

业诚信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其主要包括产品质量持续改进、营销伦理、消费者权益保障、对

消费者投诉意见的回应、产品与服务追踪等对消费者的责任，履行合同、保护知识产权、恪守公平竞争、

维持商业秩序等对商业伙伴的责任，保证股东利益、及时披露重要信息等对投资者的责任，以及坚持职

业操守等的管理者责任。笔者认为，以法律制约为基础、以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为手段，促使企业履行

其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培育企业社会资本、提升企业社会资本质量和扩大企业社会资本影响力的主要

途径。

社会组织应根据其自身功能定位，加强能力建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政府部门

应健全政府、社会、市场与公众之间的协作机制，增进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同时应尽快出台《社会组织

管理法》，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的参与机制，加强相关制度建设特别是完善风险管控制度，进一步优化社

会组织的生存发展环境。

无论是结构性还是认知性社会资本都对社区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相较而言，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居

民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更大。因此，提升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更需要从感知取向入手，从提升居民对社区

的归属感、信任感以及互惠意识着手。另外，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的差异可以解释居民个体满意度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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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社区中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社区孵化的社会组织数量”对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由于

社会结构变迁和居住空间商业化，导致社区内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加深，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出现

了不断弱化的趋势，社区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由政府主导，也不是政府与社会主导的二元互动，而是逐

渐呈现出多元协同、多元治理的格局［26］（P75）。因此，鼓励地区性的、草根性的社区社会组织有序发展有

助于切实提高社会协同治理水平和社区社会资本的质量。

第三，在微观层面上，优化社会资本的路径是扩大个体行动者的社会网络规模，提高其社会网络的

异质性。有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网络结构的特征表现为规模较小、趋同性较高、异质性较

低、关系的密度较高［27］（P116）［28］（P7-8）。人们往往过多地投资于高密度的亲缘和地缘等强关系网络，不

注重弱关系网络的构建，形成了封闭的、低质量的社会网络资本［29］（P79）。虽然强关系网络在常态和危

机时期有助于求助者获得社会网络成员的情感支持和工具性帮助，但是不利于其获得异质性的稀缺资

源。因此，建立更多的向普通居民开放的公共社会空间，鼓励人们跨界、跨阶层交往，进一步破除阻碍社

会成员地域迁移和社会流动的法律限制，为人们构建多元化、异质性的社会网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是促进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特殊信任”转向“普遍信任”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C.格鲁特尔特，T.范贝斯特纳尔 .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 .黄载曦、杜卓君、黄治康译 .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 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萨拉格尔丁 .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 .张慧东、姚莉、刘伦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5.

[3] 河内一郎，萨布拉马尼安，丹尼尔·金 . 社会资本与健康 .王培刚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 张文宏 .社会资本: 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社会学研究，2003，(4).

[5] Robert D.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1993,4(13).

[6] 福山 .信任: 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 李宛蓉译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1998.

[7] Sharon Zukin, Pual DiMaggio. The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1986.

[9] James S. Coleman.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0] Ronald S. Burt.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1] Nan Lin.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Connections, 1999, 22(1).

[12] Alejandro Portes.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John Hagan, Karen S. Cook.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No.24. Palo Alto, CA: Annual Review Inc,1998.

[13] 中央战“疫”日志 .人民网，2020-06-23.[2021-06-27]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203/c164113-31568437.html

[14] 28省份和新疆兵团已连续14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中国新闻网，2020-05-02.[2021-06-27]http://www.chinanews.com/

sh/2020/05-02/9174147.shtml.

[15] 中国外交部 .2020年4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中国外交部官网，2020-04-10.[2021-06-27]https://

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768268.shtml.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社会心态调查报告——基于2020年1月24

日-25日的调查数据分析 .人民论坛网，2020-02-17.[2021-06-27]http://www.rmlt.com.cn/2020/0217/569259.shtml.

[17]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接受使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动态 .中国红十字会官网，2020-04-29.[2021-

06-27]https://www.redcross.org.cn/html/2020-04/70844.html.

[18] 俞建拖，夏天 . 民间组织在新冠疫情下的担当 .中国发展简报网，2020-05-09.[2021-06-27]http://www.chinadevelopment‐

brief.org.cn/news-24178.html.

[19] 方亚琴，夏建中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 .中国社会科学，2019，(7).

[20]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张磊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54



张文宏：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反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治理

[2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2] 瓦茨 .六度分隔: 一个相互连接的时代的科学 . 陈禹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3] Gina Lai, Odalia Wong. The Tie Effect 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 Spread of a Commercial Rumor in Hong Kong.

Social Networks, 2002, (24).

[24] 果君 .中国疾控中心吴尊友：聚集性疫情83%发生在家庭 .央广网，2020-02-11.[2021-06-27]http://health.cnr.cn/jkgdxw/

20200211/t20200211_524969999.shtml.

[25] 王俊秀 .社会心态变化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李培林 .中国社会巨变和治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6] 张文宏，张君安 .社区社会资本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 (3).

[27] 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 .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 .社会学研究，1999，(2).

[28] 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 .城乡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 .社会学研究，2004，(6).

[29] 张文宏 .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 .社会，2008，(3).

Social Governance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Zhang Wenhong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is the sum of social resources that may be mobilized by social actors who are

embedded in various dimensions of the society. It contribut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actors' collective goal

by maintaining formal and informal norms, enhancing values, building up social trust, and promoting civic

participation. Whereas the macro-level social capital refers to social resources that are deployed by the gov‐

ernment and the meso-level social capital can be defined as general trust that is constructed when enterprise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ies function properly, the individuals' social networks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make up the micro-level social capital.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llective goal in public health emer‐

gencies is to integrate and coordinate social capital at all three levels. When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enters

a new phase as the post-crisis "new normal", it calls for stronger invest in social capital of all these three lev‐

els in order to secure the stab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growth of the society. More specifically, we need to cul‐

tivate and accumulate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at the macro-level by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at the meso-level by suppor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social or‐

ganizations and communities, and optimize social capital at the micro-level by enlarging the size of the indi‐

viduals' social networks and improv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social networks.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social governance; COVID-19 pandemic; soci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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